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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书写了鄂温克族独特的边地游牧文学，从博物诗学的视野出发，迟子建在对

东北鄂温克族的自然风物、人物群像、时代变迁的书写中，表达出对人与自然生态、人与动物、个人与

群体、民族历史与国家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展示出她丰富且深厚的博物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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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by Chi Zijian has written the unique borderland nomadic literature of 
the Ewenki n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history poetics, Chi Zijian has expressed 
her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al ecology, humans and animals, indi-
viduals and groups, national histor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her writings on the natural 
scenery, group portraits, and changes in time of the northeast Ewenki nationality. It shows her 
rich and profound feelings for na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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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博物学是一门包括了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知识的学科。迟子建曾经说过：“我

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的故乡，与我的童年，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1]。她的很多小

说多是以东北哈尔滨故乡为背景展开叙述，在她的笔下，东北这块土地上的万事万物被赋予新的内涵，

共同构建的迟子建的“博物诗学”，在温情与伤痛中赞美美丽的大自然、淳朴的人民和悠久的东北地域

文化。 
《额尔古纳河右岸》由年迈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以“我”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忧伤且富

有诗意的故事，可以说是鄂温克族的“百年孤独”史。故事由“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

四部分组成，分别对应“我”的幼年、青年、中年、晚年四个人生阶段，以及鄂温克族从繁荣到被现代

文明冲击而日渐式微的历史变迁。对于这点，从小说第一句就能看出来：“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

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2]。这是一句令作者本人很满意的开头，它带着对

岁月苍凉的叹息，奠定了整个故事的基调。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描述我国东北民族鄂温克族的生存境遇和百年悲苦心路历程的小说，本

文用“博物诗学”的相关理论，从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生态学、历史学的视野出发，通过分析文

本中的自然风貌、日常生活用具与人物群像展览，探寻其背后蕴含的文化伦理和民族记忆。 

2. 山川与河流：鄂温克族的生存智慧 

作为长期生活在森林里少数民族，从勒拿河时代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时代、从游牧狩猎到现代化定居，

鄂温克人与自然是水乳交融的，山川与河流给他们做伴，森林中的植物、动物这些自然之物给他们提供

的丰富的生活资源，他们亲切地给山川、河流命名，与自然和谐相处、休戚与共。 
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曾明确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

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事，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3]。鄂温克族视自然为神圣的存在，他们认

为自然是神灵的恩赐，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形成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

方式。他们强调对生命的尊重，不仅限于人类，也包括其他生物。他们小心翼翼地跟自然索取，爱惜森

林，就像驯鹿吃草一样，走过去草地总是毫发未损的样子。 
迟子建对大自然有一种崇敬的心理，赋予了大自然灵性，她说：“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

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4]。在她的笔下，自然中花草、动物、河流等一切都是有灵性的，都是鲜活

的生命个体。《额尔古纳河右岸》呈现了一个原始而神秘的森林世界。这里的动物、植物以及各种自然

现象，都在叙述着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例如，鄂温克族与鹿群的互动，展现了人类与动物的和谐共生；

而森林中的各种植物，如松树、苔藓等，也都为鄂温克族人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有人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写死人最多的一部小说，每隔 15 页就会有人死去，“我已经说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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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死亡的故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亡。人们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各有各

的走法”[2]。文中大量的死亡描写，鄂温克人或被雷劈死、或在驯鹿背上冻死、或从树上掉下来摔死、

有的被狼或熊咬死、或被大水淹死，就连自杀也是各有各的不同：金德在树上吊死、小达西开枪自杀、

杰芙琳娜吞毒蘑菇殉情……《额尔古纳河右岸》所描述的鄂温克族人对死亡和亡灵的看法，也为我们提

供了理解其文化的窗口。在小说中，死亡被描述得平淡无奇，没有恐惧和丑陋，反而成为了一种回归宇

宙、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方式。这种观念，正是鄂温克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基础。他们的死亡是

平淡的，一点也不感觉到沉重，就像是一支挽歌在静静地、低低地吟唱，死亡似乎是所有人的宿命。 
“‘灵魂不死’是萨满教的核心观念之一，按照萨满教的灵魂观，人死后灵魂各有归宿，或升天或归

山或入地”[5]。鄂温克人死后大多会进行风葬，认为自己的灵魂会随风到天上，像太阳、月亮一样永恒

存在；或者埋葬在土里，与自己生前生活的大地紧密相连；而没有存活下来的孩子则会装在一个白布口袋

里扔在向阳的山坡上，因为“那里的草在春天时发芽最早，野花也开得最早”[2]。也是阳光最先照到的

地方，是生命新的开始。鄂温克人的生命观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人是向死而生的，只有我们清醒地认识

到死亡所带来的畏惧，认识到周围世界和身边的人都消退了，才可能确定自我的个体性和无可替代性。 
在大兴安岭的“开发”进程中，森林植被大量减少，鄂温克人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原始环境。生

存环境的快速变化迫使鄂温克族人进行适度调整，以此来适应社会变迁，从山上搬到山下，由游牧变为

定居，驯鹿由放养改为圈养，被迫放下猎枪，他们突然成为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不得不说，这对

鄂温克族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也是难以改变的。来做思想工作的干部说下山是对森林的一种保护，驯鹿

游走会破坏生态平衡，放下猎枪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可是，下山真的是保护吗？那乱砍乱伐过度开采

又该如何解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部落的大多数人选择下山生活，但也有人适应不了激流乡定居点

的生活而重返山林。 
宗白华早年就说过，我们这种对于人类社会的同情，还可以补充张大到普遍的自然中去。因为自然

中也有生命，有精神，有情绪感觉意志，和我们的心理一样[6]。鄂温克人眼中的大自然是有灵魂的，花

草鱼兽山川河流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性格，他们相互影响，大自然有了人性，人性中也有了自然的影子。

他们的行为彰显着对自然的崇敬，对自由的向往，对信仰的坚定，对生命的热爱，对人性的包容。《额

尔古纳河右岸》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生动的博物学教材。它以鄂温克族的生活为载体，向我们

展示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微妙关系。 

3. 驯鹿和萨满：鄂温克族的民族信仰 

放养驯鹿是鄂温克族延续多年的传统，驯鹿也是鄂温克人唯一的交通工具，“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

们的，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2]，驯鹿在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离不开它。鄂温克人是跟随驯鹿而居的，驯鹿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物”，哪里有驯鹿喜欢

吃的苔藓和蘑菇，他们就迁徙到哪里栖居。驯鹿是搬迁的好手，负载家当、妇幼和年老体弱的人；驯鹿

是猎人的好帮手，把猎物安全送回营地；驯鹿浑身是宝，既可以御寒，又可以饱腹，还可以换来生活用

品。于是，鄂温克族也被称为“驯鹿民族”。 
鄂温克人喜爱驯鹿，驯鹿就是自己的亲人，“我们的驯鹿，它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吃东西时身

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着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

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猪怎么能跟它相比呢！”[2]驯鹿是鄂温克人生活的物化象征，“它有

着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2]，尽管汉族人叫它“四不像”，但是驯

鹿温顺随意的性格和四处迁徙的习性，正是鄂温克族原始且与世无争的生活状态的体现，现代工业文明

对大兴安岭的过度开采让驯鹿失去了森林，也预示着鄂温克族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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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有丰富多彩的信仰崇拜，他们崇拜动物，崇拜祖神、火神、山神、崇拜萨满，他们赋予火、

山川、树木、动物、风雨雷电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以此来消解自己内心恐惧。起舞的萨满

是鄂温克族的守护者，是鄂温克人最纯粹的精神慰藉、最神圣的民族信仰，也体现出鄂温克人对神秘力

量和生命的敬畏。 
鄂温克人崇拜火神，从“我”记事起营地的火就没有熄灭过，在搬迁时跟在“玛鲁王”后边的驯鹿

驮载的是火种。他们把火种放到埋着厚灰的桦皮桶里，不管走多么艰难的路都有光明和温暖伴随着他们。

平常他们还淋一些动物的油到火上，据说是因为祖先喜欢闻香味。任何的宗教仪式都离不了火，各种祭

品都要献一点给火神。因为火中有神，所以不能往火里吐痰、洒水，也不能往火里扔不干净的东西。“我”

结婚的时候，母亲送的新婚礼物是一团火，而这团火是从母亲的父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处分来的。“火”

是光明与希望的种子，也是鄂温克文化生生不息的象征，鄂温克人喜欢围着篝火享受美食、尽情舞蹈、

畅谈人生，然而，篝火会一直燃烧，只是围转在火旁的人不断轮换。 
小说描绘了浓厚的萨满文化，起舞的萨满跳神、狩猎的庆祝仪式、何时搬迁、如何分配猎物、对族

人死亡的预见性也极具神秘色彩。萨满是鄂温克族的精神支柱，是治愈一切灾祸、疾病的“医生”。鄂

温克族不能没有萨满，就像彝族不能没有毕摩。萨满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后天教育所传授的，

上一代萨满死后，下一任萨满会在三年之后产生，继承萨满的职责和使命：主持族人的出生礼、婚礼、

葬礼，供奉马鲁神，为族人祈福消灾等。 
萨满文化作为贯穿小说的主线，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是最具表现力的人物。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拥

有起死回生的神力，但终究无法违背“神”的旨意。萨满通常由女性来担任，所以尼都萨满平日的穿着

就得跟女人一样。尼都萨满的存在就是救赎的意义，忍着悲痛把心爱的姑娘让给弟弟林克，放弃个人的

情爱，担负起保护整个乌力楞的重任，面对瘟疫、疾病、死亡，他一次又一次地迎难而上。他的跳神寻

回了列娜的“乌麦”、治愈了日本军官的伤口，维持了乌力楞的安宁生活。林克去世后，尼都萨满对达

玛拉的爱意又渐渐浮现，但为了维护氏族的传统的与萨满的尊严，尼都萨满再次毅然放弃真爱，孤独终

老。妮浩萨满则是奉献、是神明的化身，她一次又一次义无反顾地跳神，尽管结果是牺牲自己的孩子来

挽救别人的生命，无论是同乌力楞的人还是外人，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每一次她挣扎的颤抖，倾尽全

力跳舞，都将整个故事中人性的至善至纯升华到一个近乎完美的高度。 

4. 游牧文化：鄂温克族的历史传承 

“重建人类学的文学观，其宗旨是按照文化相对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

以及汉文化内部的多样性”[7]。鄂温克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等(如
乌鸦吃熊的典故、白那查山神的传说、氏族祭熊的神歌)，传达了鄂温克人的信仰观念、风俗习惯，蕴含

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断进取的品质。 
额尔古纳河曾经是中国的内陆河，因为中俄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如《尼布楚条约》)，我们失去了额

尔古纳河左岸的领土，额尔古纳河也成为中俄两国的界河。“河流的左岸曾经是我们的领地，那是我们

的故乡，我们曾是那里的主人”[2]。当伊芙琳讲起额尔古纳河的历史，俄军侵入祖先生活的领地烧杀抢

掠，破坏了本来宁静的山林，他们被迫从贝加尔湖畔迁徙到黑龙江流域，在大兴安岭深处开始新的生活。

当额尔古纳河走进文学作品，它就有了生命，迟子建虚构了一条充满温情与伤痕记忆的河流，如果额尔

古纳河右岸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的话，大大小小的河流就是巨人身上纵横交错的血管，众多的山峦便

是它的身体里的骨骼。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支流的支流就像“我”家族的根系一样枝繁叶茂，深深地扎

根在大兴安岭地区。额尔古纳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鄂温克人，他们在这片繁茂的森林里千百年的生存

与生活，延续民族发展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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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作为游牧民族，他们的一生都在搬迁，从这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翻

开书的每一页，眼前都会浮现出鄂温克人的生活场景：骑着驯鹿迁移、男人们集体打猎、女人们在营地

剥皮晒肉干、黑夜里围着篝火吃饭、坐着用桦树皮做的小船去猎杀堪达罕、抬头就能看得见星星的希楞

柱，这是鄂温克族独有的游牧生活形态。彭兆荣在论及博物学的知识谱系时认为“博物馆与私人的叙述

不同，作为一种公共性表述，它们表述我们是怎样从过去走到了今天， 应该铭记谁、什么，忘记谁、什

么，该如何纪念和忘却，并对过去的人和事进行了重要性的排序。每一件器物都在为过去提供物质形式

的依据、确定权威和建立集体记忆”[8]。在百年兴衰荣辱的历史长河中，叙述者“我”诉说着鄂温克族

的百年史诗和悠久的游牧文化。《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生存场域就是鄂温克人的活动轨迹以及生存范式，

以游猎、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人是整个场域的主体。在这种游牧状态下，鄂温克族是一种“边缘化”

的存在，他们几乎可以自给自足，一年仅有几次与“安达”交换物品。由此可以看出，鄂温克族的游牧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主流社会的发展，构建了独立且封闭的游牧世界。 
一个民族要想长久地存在，就必须有文化的传承，西班和依莲娜就是鄂温克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

西班喜欢讲鄂温克语，当他知道好听的鄂温克语没有文字的时候，他下定决心要造字。面对沙力合的嘲

笑：“你造的字不就是埋在坟墓里的东西吗？”[2]西班也从不计较，沉浸在自己的“造字”世界中自娱

自乐。此外，他还用各种刻绘方法把桦皮制作成精美的烟盒、笔筒、首饰盒，再雕刻上驯鹿、花草、树

木的形象。 
伊莲娜，是鄂温克族第一个大学生、画家，也是“我”的孙女。她是连接鄂温克族过去与现在的文

化使者，她从小在激流乡定居点上学，她十一岁那年看“我”用泥土在岩石上画驯鹿、画蓝天白云，吸

引她逐渐走入了绘画的世界，“她的画中总少不了驯鹿、篝火、河流和覆盖着白雪的山峦”[2]。伊莲娜

用一支支画笔、一幅幅画联结了山林中的鄂温克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之间的联系，她频繁辗转于大山跟

城市之间，在山里住一阵就会心烦意乱，嫌弃大山无聊寂寞，生活不方便；在城里待一阵就会产生厌倦，

城市里到处是车流、房屋、灰尘……彭超在讨论藏地情结与现代性焦虑中写道：“原生态的地理人文被

赋予美好的原乡建构，形塑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但边地是否能安抚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态危机和道

德失范等引发的现代性焦虑？”[9]笔者认为伊莲娜更像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处在两种文化的交汇点，在

十字路口做艰难的选择，选择这一条路就意味着放弃另外一条，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文化困境。 

5. 结语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相当丰富，迟子建用诗意的语言描写了大兴安岭的自然风

光和风俗文化，以百年的广阔视野展示了鄂温克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的生存境遇，书写了一部温情与

伤痛的鄂温克族文化史。罗伯特·芮德菲尔德认为，《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建构的鄂温克族的博物空间

可以视为边地游牧文化的“小传统”，它与千百年来社会生活发展变化这一“大传统”联系在一起相互

影响，映射出中华各个民族的发展史[10]。“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2]。小说向我们展示出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进程，呈现出博物的游牧民族

生态文学，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不断追问鄂温克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温情与伤痛，为边地少数民族文学

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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